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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认知应对团体辅导改善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有效性。 方法：采用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测准实验设

计，选取 12 名有抑郁情绪的大学生进行为期 8 周的认知应对团体辅导，以自评抑郁量表（SDS）、认知情绪调节量表
（CERQ）和自动思维问卷（ATQ）为测量工具，在团体干预实施前、后的一周对被试进行测量。 结果：协方差分析与事
后比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被试在团体辅导前后的抑郁自评量表、负性自动思维量表得分都显著下降；

认知情绪调节的“沉思默想”、“责备他人”两个子量表得分显著下降，“积极调整”子量表得分显著上升，且均达到显

著性水平。 结论：认知应对团体辅导应用于改善大学生抑郁情绪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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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idity of cognitive coping group mental training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Methods: The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 of before -after -design was adopted o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welve depressive students were involved in an eight-week-long cognitive coping community coaching. One
week before and after the coaching,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take three tests of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 and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ATQ).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SDS and negative ATQ before and after community coaching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scores of ‘Focus on thought/rumination’ and ‘Other -blam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score of ‘positive modulation’ was exactly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Cognitive coping community coaching has great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tudents’ depressiv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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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视为超出自身能力

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 而做出的不断变化
的认知和行为努力[1]。 普遍认为，应对从操作上可区
分为问题中心应对与情绪中心应对， 并且大多数的
应对测量也都基于此。 这些研究中并没有将 “认知
（所想）”与“行为（所做）”维度区分开，而是不加区分
地混淆运用，这是不恰当的。正如思维和行动是作用
于不同时间段的两个不同的过程。
荷兰学者加尼弗斯蒂非常关注应对中的认知机

制， 并从情绪调节和应对两个研究领域对此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 [2]。 认知应对，也可称为认知情绪调节，
即从认知角度管理情绪信息， 主要是指个体在处理
来自内部或外部的、 超过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
时，所做出的认知上的努力[3]。 Garnefski，Jermann 等
国外学者就认知应对与抑郁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

究，结果显示，认知应对是预测抑郁的最好认知指标，
对个体进行认知应对训练，可有效地改善抑郁[4，5]。

国内尚缺少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设计并实施认知
应对团体辅导， 训练团体成员运用积极的认知方式
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负性事件，以改善大学生抑郁情绪，
提高其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大学本科生为被试。 团体成员甄选分

两步，一是根据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普查结果，选出有
抑郁情绪且不存在精神病倾向及明显敌对情绪 （教
育部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抑郁因子分
大于 44分；精神病倾向因子分小于 41分；攻击因子
分小于 59分）的大一本科学生 46人。二是通过电话
邀请学生参加访谈， 通过访谈排除中度和重度抑郁
的大学生以及可能因身体疾病导致抑郁情绪偏高和

参与团体辅导意愿不明确的大学生。
本研究通过抑郁自评量表（SDS）筛选出重度抑

郁者 3人 （访谈后将其推荐到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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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个别辅导）、中度抑郁者 9人。此外，筛选出参与
团体辅导意愿不明确者 5人， 参与团体辅导时间不
能保证者 5人。 在剩余的 24人中，根据专业、性别、
可参加团体辅导的时间将大学生匹配为 2 个组：实
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2人。 参加实验的被试基本情
况见表 1。

表 1 被试的基本情况

1.2 工具
1.2.1 抑郁自评量表 (SDS) [6] SDS 由 20 个项目组
成，每一条目相当于一个有关症状，按 1-4 级评分。
抑郁严重度指数=各条目累计分/80。 0.5以下为无抑
郁，0.50-0.59 为轻度抑郁，0.60-0.69 为中至重度抑
郁，0.70以上为重度抑郁。
1.2.2 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ERQ) Garnefski 编制
的认知情绪调节量表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中文修订版 [7]。 中文版 CERQ
有 32个项目，分为 8个维度：自责、容忍、沉思默想、
积极调整、积极设想、自我安慰、灾难化和责备他人。
1.2.3 自动思维问卷(ATQ) 由霍伦和肯德编制的
自动思维问卷的中文修订版[6]。包括 30个条目，5级
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负性自动思维越严重。
1.3 干预方法
团体辅导方案的设计以认知情绪调节理论为基

础，共分 8 次，每次 2 个小时，每周 1 次，约 120 分
钟。 团体辅导的总主题是“理智应对·快乐成长”，且
每次活动也都有明确的主题。 具体设计如下。
第 1 次活动主题是“你我相识”，目的是促进成

员相互认识，消除陌生感和紧张情绪，营造相互信任
的团体气氛，共同制定团体活动规范；第 2次主题是
“情绪 ABC”， 目的是使每个成员了解并体会事件
（A）、想法（B）与情绪（C）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能深入
理解个体情绪困扰不是由事件本身直接造成的，而
是由个体对事件的不良认知造成的； 第 3次主题为
“挑战不合理信念”， 旨在帮助成员了解日常生活中
遇到负性事件时个体常用的一些认知情绪调节策

略，并能够理解个体不良情绪是由于运用了消极、不
恰当的认知应对策略造成的；第 4次、第 5次活动分
别以“接纳不完美的自我”、“世界并非末日”为主题
（自责与灾难化与抑郁呈显著的正相关），旨在帮助
成员做更深入的自我分析，了解“自责”、“灾难化”这

两类消极认知应对策略的本质，并学会识别与挑战，
训练成员少运用引起不良情绪的认知应对策略；第
6 次、7 次活动分别以“积极评价，乐在其中”、“愉悦
预测，合理规划”为主题（积极调整、积极设想与抑郁
呈显著的负相关），旨在促进成员学会运用积极的认
知情绪调节策略应对生活中的负性事件， 学会以辩
证、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善于发现
事件的积极意义，以积极的心态预测与规划生活；第
8 次主题为“笑迎未来”，主要是总结、分享收获，巩
固所学内容，处理离别情绪。
团体干预前、后 1周，组织成员分别进行抑郁自

评量表（SDS）、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ERQ）及自动思
维问卷（ATQ）测验。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1.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被试基本情况分析
运用非参数检验法对表 1中的实验组与对照组

两组被试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比较， 结果显
示，两组被试在性别、专业、生源这些变量上是基本
匹配的，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实验组与对照组 SDS、ATQ前后测得分比较
本研究以后测得分 （抑郁、 自动思维的后测分

数）为因变量，以组别类型（实验组与对照组）为自变
量， 以前测量表得分为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进行统
计。 检验各组总体斜率是否相等，结果表明，组别类
型与前测的抑郁量表、 自动思维量表得分之间的交
互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水平（分别为 F(1，21)＝0.697，
P>0.05；F (1，21)＝2.491，P>0.05）， 而各自主效应显
著。因此，可以进行协方差分析，以考察实验处理。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排除协变量前测分数影响后，组
别类型对后测抑郁情绪、 自动思维的影响仍然显著
（分别为 F (1，21)＝7.366，P<0.05；F (1，21)＝5.092，P<
0.05)。 事后比较发现，实验组被试团体辅导后的抑
郁自评量表、 负性自动思维问卷的分值与对照组相
比，显著下降。 见表 2。
2.3 干预前后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得分比较
为了排除前测认知情绪调节可能存在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了以后测认知情绪调节得分为因变量，
以组别类型（实验组与对照组）为自变量，以前测量
表得分为协变量的协方差分析进行统计。 检验各组
总体斜率是否相等，结果表明，组别类型与前测的各
分量表得分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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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主效应显著，因此，两组斜率可以认为相同，可
以进行协方差分析。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排除协变
量前测分数影响后，组别类型对后测沉思默想、积极
调整、 责备他人这三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仍
然显著（分别为 F(1，21)＝13.784，P<0.001；F(1，21)＝
9.074，P<0.01；F(1，21)＝5.879，P<0.05)。 事后比较发
现， 实验组被试的沉思默想和责备他人两个子量表
的得分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积极调整子量表的得分
显著上升。 见表 3。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 SDS、ATQ 得分比较(x±s）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认知情绪调节量表得分比较

(x±s）

3 讨 论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抑郁
和焦虑等情绪问题是其重要原因 [8，9]。 因此，缓解和
改善大学生抑郁情绪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较，实验组学

生在团体辅导前后抑郁情绪、 负性自动思维量表及
认知应对策略中的沉思默想和责备他人两个子量表

的得分均显著下降， 而积极调整子量表的得分显著
上升。这表明，团体辅导不仅改善了成员的认知应对
方式，训练成员更多地运用积极调整策略，较少运用
沉思默想、责备他人等消极的认知应对策略，而且负
性自动思维出现的频度也明显降低， 有效地缓解了
学生的抑郁情绪。从团体成员反馈情况来看，大部分
成员认为，团体辅导是有效的，学会了理智应对负性
生活事件的理论与方法；学会了全面地、辩证地看待
身边的人和事；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自己的未来与发展； 感受到了交流互动的幸

福与喜悦，学会真诚与友善地与他人交住，拓展了人
际资源。
在今后的研究中， 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进行

深入思考。第一，团体干预的效果。本研究结果表明，
团体干预的短期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它是否具
有长期效果呢？这是今后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处；
第二，团体干预的最佳时间模式。集中训练与分散训
练相比较哪个效果要好一些？ 每一次集中训练时间
多长能达到最佳效果？ 第三，干预方法的融合。 目前
抑郁的团体干预主要有人际交往训练、归因训练、认
知行为训练等， 可以尝试将几种团体干预方法进行
干预效果的比较研究， 从而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抑
郁情绪干预模式 [10，11]；第四，团体辅导的推广问题。
团体辅导次数多，时间长(一般活动 8-10 次，持续两
个月)，人数少(8-16 人)，能够帮助的学生毕竟是少
数，如何扩大团体心理辅导的受益面，扩大它的应用
研究范围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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